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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唐代僧人居住寺院的模式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釋見暄 

摘   要 

從歷史傳統的角度來看，中國自古以來就形成了「政主教從」的政教關係體系。

因此，當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後，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是如何適應新的中國式

政教關係傳統。此外，隨著中國封建帝制國家政權的日益強大，佛教在中國的生存

和發展是否能適應中國社會的政治環境，直接影響了其在中國的發展。因此，道安

大師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說法，既是佛教界無奈的感慨，也是對中國政

教關係的客觀總結。 

唐代（618—907）是中國佛教史上最興盛的時期，然而隨著佛教的發展，引起

統治者對佛教的管理與控制。因此，佛教的各方面事務都與政府相關聯。其中，以

「度僧」、「僧籍」和「寺額」三種制度來管理寺院和僧侶。本文藉由唐代對僧尼事

務的管理制度下，探討寺院和僧侶之間的具體關係，尤其針對僧侶及信眾居住寺院

的模式，提出以下問題﹕一、寺院居住與「試經度僧」的關係；二、在「僧籍」制

度下，如何管理僧侶在其他寺院行遊、居住的情況；三、除了僧侶之外，信眾暫住

寺院的情況。針對以上的問題，得出以下的結論﹕「官寺」通過「試經度僧」來填

補僧侶人數的空缺，而唐代在某個時期，官寺的人數規定為三十名僧侶。僧侶在申

請寄住寺院時需要提供牒文，申請的內容包括身分、歷程、目的等。在唐代信眾寄

宿寺院已經成為當時社會的一般現象，主要對象為官員和文人。 

關鍵字：唐代、官寺、官度僧、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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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主要從唐代佛教制度的視角，探討「勅住」、「配住」、「寄住」的用語，以

闡明唐代僧侶及信眾居住寺院的模式。 

（一）名詞解釋 

唐代為了管理龐大的佛教僧侶，實施嚴格的管理制度，其中所謂「官度僧」1即

是由官方頒發度牒，而被列入官方僧籍冊中。官寺內的官度僧人數有限，當人數不

足時，會藉由考試選拔僧侶。因此，官度僧住在寺院內被稱為「配住」。此外，若

是來自其他寺院的官度僧或信眾住在寺院稱為「寄住」。若是依皇帝命令住在寺院

的稱為「勅住」。 

（二）先行研究 

唐朝對於佛教的管理相當嚴格，除了設立僧官管理佛教之外，還將佛教隸屬于

尚書祠部，加大了對僧尼事務的管理制度，其中包括「度僧」、「僧籍」和「寺額」

三種制度來管理寺院和僧侶，關於這些制度的先行研究，例如﹕度僧制度，根據諸

戶立雄《中国仏教制度史の研究》研究中指出：「在唐代，除了試經和特恩，其他

度僧方式都不被認可。」2也就是說，度僧分為「試經度僧」和「特恩度僧」兩種類

型。「試經度僧」是指經過朝廷考試後出家的度僧方式；而「特恩度僧」則是指依

皇帝命令出家的度僧形式。3基本上，這已經剝奪了佛教僧團在度僧方面的自主權，

將度僧事務變為一種官方行為。其次是僧籍制度，根據白文固、趙春娥、孟憲實、

趙曉芳、池田溫和藤枝晃等人的研究，4「僧尼籍帳」定期每三年編制一次僧尼籍

帳供報中央的做法。在編制僧尼籍帳過程中，清楚登錄僧侶的出身、年齡等詳細資

 
1 與官度僧相對的僧侶被稱為私度僧。 
2 諸戶立雄，《中国仏教制度史の研究》，頁 297。 
3 關於度僧制度，請參閱諸戶立雄，《中国仏教制度史の研究》，頁 284—335。 
4 關於僧籍制度，論文方面參考以下研究：1. 孟憲實，〈吐魯番新發現的《唐龍朔二年西州高昌縣

思恩寺僧籍》〉《文物》第 2 期，2007 年，p 50-54。2. 孟憲實，〈論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編造

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第 3 期，2009 年，p136-143。3. 藤枝晃，〈敦煌的僧尼籍〉《東方學報》

第 29 期，1959 年，p 285-338。4. 趙曉芳，〈論唐朝對西州佛教的管理〉《西域研究》第 4 期，2010

年，p 66-76。5. 周奇，〈唐代國家對僧尼的管理─以僧尼籍帳與人口控制為中心〉《中國社會經濟

史研究》第 3 期，2008 年，p 8-19。書籍方面參考：1. 白文固、趙春娥，《中國古代僧尼名籍制度》，

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p 48-79。2. 池田溫著，龔澤銑譯，《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北京:中華書

局，2007 年，192-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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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並提交給祠部。最後是寺額制度，楊維中指出，唐代法律禁止私自建立寺院，並

稱有君主賜額的寺院稱「敕額寺」或「有額寺」，亦即合法寺院。5在「有額寺」中，

有一類寺院被稱為「官寺」。塚本善隆提出了官寺的基本定義，即為了統治佛教教

團而在州、縣設立的寺院。6聶順新詳述了唐代各州設立的景星寺、大雲寺、龍興

寺和開元寺等官寺，並指出官寺的功能除了為國家祈福和宣揚皇帝威德之外，也是

管理本國和外國行遊僧的場所。7以上研究更加明確唐代對寺院和僧侶的管理情況。 

（三）問題的提出 

關於上述的三種制度，仍未能詳細說明寺院和僧侶之間的具體關係。本文以唐

代官寺為中心，探討寺院居住的具體管理過程，並提出以下相關問題：第一、對於

官寺與「試經度僧」的選拔關係，以及官寺與寺院內僧侶的人數關係。第二、在「僧

籍」制度下，僧侶屬於一寺時，如何管理他們在其他寺院行遊居住的情況。第三、

除了僧侶之外，士大夫等信眾經常也在寺院暫住，對於他們的居住情況。針對以上

問題，本文將分析僧侶的勅住和配住的具體情況，並整理僧侶寄住的過程，以及調

查信眾寄住佛寺的情況。 

唐代期間，僧侶和信眾在寺院中的居住的管理是作為寺院制度史中一個重要議

題。由於官寺是管理僧侶的主要場所，本文以官度僧和官寺為主要研究範圍。而佛

教的管理制度經常因各代皇帝的交替，導致不同的管理形式，因此，很難簡單概括

其居住寺院的模式。然而，唐代的法律文獻中，記錄有關寺院和僧侶的管理形式及

相關描述。藉由這些文本的考察，可以了解制度史中寺院、僧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並揭示唐代的寺院居住的模式。 

二、官寺的勅住、配住、人數 

唐代將僧侶配置到寺院中大致有兩種方式，一是著名的高僧由皇帝直接命令居

住於寺院中。另一種是在官寺中，當規定的官度僧不足時，透過考試從信眾中選拔

僧侶居住於寺院。以下針對「勅住」和「配住」進行分析。 

 
5 楊維中，〈唐代的寺額、度僧制度考論〉《中國佛教通史》第 8 巻，頁 168。 
6 塚本善隆，〈国分寺研究〉《塚本善隆著作集》第 6 卷，p 3-50。 
7 聶順新，《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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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勅住 

從文獻中，「勅住」是一個常見的術語。「勅」指的是「皇帝的命令」8，「勅住」

即是指由皇帝的命令而在寺院中居住。唐代文獻中有許多類似的例子，例如在官寺

慈恩寺中有三位勅住僧的例子。玄奘（602-664）是在唐高宗李治（628-683）的勅

令下遷居慈恩寺的。9靈辯（586-663）也是由唐高宗的命令在慈恩寺勅住的。10金剛

智（667-741）在抵達長安時，由唐玄宗的勅令在慈恩寺居住。11另外，在唐代之前，

梁朝慧皎編纂的《高僧傳》記載求那跋摩（367-431）曾在祇洹寺勅住，曇影（生

卒年不詳）也曾在逍遙園勅住。12根據這些高僧的例子，可以推斷「勅住」是指由

皇帝的命令而配置在寺院中。 

根據以上幾個例子可以了解，「勅住」被認為是對高僧特別的待遇。換言之，

皇帝之所以將特定的高僧配置在特定的寺院，是因為尊重他們的修行、學識和德行

等。舉例來說，義凈（635-713）歸國後受到隆重禮遇，在洛陽僧侶執幢旛奏鼓樂

的導引之，武則天(624-705）親自前往洛陽城東城壁北側上東門外迎接之後，勅命

被安置在佛授記寺居住。13  

（二）配住 

唐代的「配住」制度是指朝廷將僧侶安置於特定的寺院中。當官寺規定的僧侶

人數不足時，會透過考試選拔發予度牒，成為正式具合法身份的僧侶，並向祠部報

告並登記其僧籍。具體來說， 成為官度僧的基本方法是通過「試經」，而「試經度

僧」指的是僅讓通過經典考試的人取得度牒。14這是指在官寺僧侶名額有剩餘的前

提下進行的考試。《通鑑》記載有關度僧的建議﹕ 

(大中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

 
8 劉昫等編《舊唐書》卷 43，頁 1817﹕「凡上之所以迨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冊、令、教、

符。天子曰制、曰敕、曰冊。」 
9 董誥等編《全唐文》巻 906，頁 9448﹕「十九年齋經像還京師。敕住大慈恩寺。」 
10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 4：「靈辯姓安氏。………永徽年中暫遊東都。聲馳天闕。尋奉勅住

大慈恩寺。」《大正藏》冊 52，頁 1395。 
11 贊寧《宋高僧傳》卷 1：「開元己未歲，達于廣府，勅迎就慈恩寺」《大正藏》冊 50，頁 711。 
12 慧皎《高僧傳》卷 3：「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大正藏》冊 50，頁 341。《高僧傳》卷 6：

「勅住逍遙園，助什譯經。」《大正藏》冊 50，頁 364。 
13 贊寧《宋高僧傳》卷 1：「天后親迎于上東門外，諸寺緇伍具幡蓋歌樂前導，勅於佛授記寺安置

焉。」《大正藏》冊 50，頁 710。 
14 諸戶立雄，《中国仏教制度史の研究》，p 28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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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15 

大中六年（852）宣宗遂不准寺廟任意剃度僧尼，當時私自出家是被禁止的，

如有空缺必須由政府主管部門按額增補，說明了官度僧的補充規則。16從文中的強

調部分可以看出，官寺的僧侶人數是有限制的，當人數不足時，才會選擇適當的人

才進行補充。 

根據文獻資料顯示，判定僧侶人數不足的方法，原則上是來自地方官府的報告。

如建中三年（782），德宗敕令「僧尼有事故者，仰三綱申州納符告注毀，在京者於

祠部納告。」17由上座、維那和典座（三綱）向州政府或祠部報告逝世僧侶的情報，

並取消其僧籍。其次，在《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收有唐開元四年（716）文獻記載

包含有關寺院人口變動的記錄，如〈唐開元四年玄覺寺婢三勝除附牒〉，內容為為

唐代西州時期的吐魯番有一座玄覺寺，為放還寺婢三勝而向所屬縣司申請除附之

牒。〈唐申報崇寶寺某人身死牒〉唐代報告崇寶寺某人去世的文書等。18所以，地方

政府在確認官度僧人數不足後，進行「試經」考試，選拔出的僧侶名單報告給祠部，

以獲得度牒。 

寺院中有關僧侶配住的制度。根據《宋高僧傳》，唯有僧侶使用「配住」一詞。

例如，神會在玄宗開元八年（720）被配住於南陽龍興寺。鑑真（688~763）在天后

長安元年（701），朝廷頒布詔令全國度僧時，被配住於大雲寺。真乘（743~814）

則是在代宗大歷三年（769）通過背誦五百張經文的考試得以成為官度僧，並且被

配住於八聖道寺。玄晏（生卒年不詳）在肅宗至德初年（756），以背誦經文的考試

優異表現成為官度僧，被配住於開元寺。19其次，根據的《不空表制集》記載﹕「今

 
15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巻 249，頁 8052。 
16 大西磨希子著，祝世潔譯〈武則天與佛教〉，頁 33-50。 
17 志磐《佛祖統紀》卷 41，《大正藏》冊 49，頁 379。 
18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八冊（北京市：文物出版社 出版，1987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阿

斯塔那一八八號墓文書）文書編 號：72TAM188：58/1、72TAM188：57、72TAM188：58/2，頁 74-

81。引用歐陽靜芳，〈唐代奴婢研究〉，頁 96。王丁，〈吐魯番出土的唐代唯識學文獻小考〉，頁 145-

163。 
19 贊寧《宋高僧傳》卷 8：〈唐洛京荷澤寺神會傳〉：「開元八年，勅配住南陽龍興寺。」《大正藏》

冊 50，頁 756。同書卷 14：〈唐揚州大雲寺鑒真傳〉﹕「屬天后長安元年，詔於天下度僧。乃為息

慈配住本寺」《大正藏》冊 50，頁 797。同書卷 15：〈唐湖州八聖道寺真乘傳〉﹕「屬顏魯公許試

經得度，時已暗誦五百紙。比令口諷，一無差跌，大見褒異。落髮配住八聖道寺。」《大正藏》冊

50，頁 803 同書卷 29：〈唐鄂州開元寺玄晏傳〉：「至德初年，誦經高第，依僧崇真剃落，配住開元

寺。」《大正藏》冊 50，頁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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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降誕之日請度為僧，各配住前件寺，冀福資聖壽地久天長。」20這是逢皇帝聖誕

之時，不空（705 年至 774 年）為行者與童子請求官度的奏文，行者與童子在出家

後，則配住寺院等均一一舉出。以上引文可以發現，僧侶在剃度之後，會被配住到

寺院，這顯示了「配住」與「度僧」之間的關聯性。 

另外，將僧侶「配住」重建的廢寺。例如，開元七年 (719)，玄昉撰〈大唐鄴

縣修定寺傳記〉，明確記載鄴縣修定寺在武德七年（624）曾遭到廢省，到貞觀十

年（636）文德皇后（601~636）「虛風日久，未善痊除」，唐太宗曾在全國範圍內

「依舊名置立」了三百九十二所「廢寺」，為其祈福。 

皇朝武德七年，又被省廢。至貞觀十年四月，敕為皇后虛風日久，未善痊除，

修復廢寺，以布福力。天下三百九十二所佛事院宇，並好山水形勝有七塔者，

並依舊名置立。相州六所，同時得額。均人配住，名修定寺。」21 

這一記載提供了兩件信息﹕一、原本已廢除的寺院，因皇后病情而重建，修定

寺成為有額寺的「官寺」；二、這座修復後的寺院根據「配住」制度安排了居住僧

侶的人數。但從文本中無法確定的是，配住的僧侶是從他寺轉入，還是從信眾中新

選出的。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官寺」確實符合「配住」僧侶的人數。 

（三）官寺僧侶人數 

對於官寺僧侶的實際人數，文獻沒有具體記錄，但可藉由文本描述寺院配置僧

侶人數的類型，推測各寺院的人數有所不同。從宋代文獻得知唐代的寺院分為三種

等級。根據《新唐書》記載，李叔明對佛道二教反感，曾向德宗（779－805）上疏，

說：「臣請本道（按：此指劍南東川地區）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

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22批評當時社會迷

信其教說並盛建寺觀，其中建議在劍南東川將佛寺分爲三等：一等僅留僧人 21 人，

二等 14 人，三等 7 人，藉此對僧人進行淘汰。然而此事僅有議論，並未付諸實行。

23但顯示出當時寺院存在三種等級的可能性。其次，《佛祖統紀》記載，唐武宗李炎

在「會昌廢佛」（840 -846），並不是將全部僧尼驅出寺院，而是「敕兩都左右街留寺

 
20 圓照《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 2，《大正藏》冊 52，頁 836。 
21 元昉《大唐鄴縣修定寺傳記》收錄在《唐文拾遺》卷五，頁 1093。 
22 北宋歐陽修、宋祁等合撰《新唐書》卷 147，頁 4758。 
23 楊曾文，〈《唐同德寺無名與尚塔銘並序》的發現及其學術價值〉，《佛學研究》第 9 期，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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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24另

外，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中記述，開成 3 年（838）在揚州開元寺參加國忌行

香時提到，「大寺三十人，中寺二十五人，小寺二十人」25，這裡的大寺、中寺、小

寺被認為是當時揚州寺院的三個等級。以上文獻雖然未能具體說明唐代寺院等級

的具體情況，但說明了這些等級的存在，包括當時寺院存在著「一等、二等、三等」，

「上寺、中寺、下寺」或「大寺、中寺、小寺」等形式。 

根據文獻紀載，在李唐開國初的寺院統計與僧尼人數，據《慈恩傳》﹕「計海

內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計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餘人。未此已前，天下寺廟遭隋季

凋殘，緇侶將絕，蒙茲一度，並成徒眾。」26由於隋朝末年的動亂，寺院衰敗，僧

尼幾乎滅絕，造成唐初寺院與僧尼人數大幅下降，推算每個寺院僧尼人數僅四人或

五人。在唐高宗時期（628─683），全國約有「寺四千餘所，僧尼六萬餘人」的記載

27，推算每個寺大約有 15 人的僧侶。玄宗時期（712 年－756 年），記載有「寺五

千三百五十八所，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人，尼五萬五千七十六人」28，這表示每

個寺平均有 23 人。 

關於一間寺院具體人數的記述，在《續高僧傳》記載，武徳七年（624），唐高

祖李淵平定輔公祏叛亂之後，房玄齡上奏建議限制僧尼的數量，提議在敵方占領的

各州，僧尼數量應依關東舊有的規定，實施「州別一寺，留三十僧」的法令。29另

外，因經歷「武宗毀佛」，在大中年間，宣宗恢復佛教時，發布規定寺院的具體數

量及每寺人數的勅令：「各道的節度使和刺史所在的州，除原有的寺廟外，再增加

一所寺廟，每所僧寺安置三十人。各道管轄內的州府，若尚未設置寺廟，應設置一

所僧寺和一所尼寺，每所寺廟安置三十人。」30而《宋高僧傳》記載，允文出家時，

隸屬於開元寺的僧侶數量為三十人。31總結來說，儘管這些例子無法完全揭示唐代

 
24 志磐《佛祖統紀》卷 42，《大正藏》冊 49，頁 386。 
25 [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頁 23。 
26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7，《大正藏》冊 50，頁 259。  
27 道世編《法苑珠林》卷 100，《大正藏》冊 53，頁 1027。 
28 北宋歐陽修、宋祁等合撰《新唐書》卷 48，頁 1252。 
29 道宣《續高僧傳》卷 20：「初武德七年，輔公〔祏〕（託）跨有江表，未從王政。王師薄伐，吳

越廓清，僧眾五千，晏然安堵。左僕射房玄齡奏稱：「入賊諸州僧尼極廣，可依關東舊格，州別一

寺，置三十人，餘者遣歸編戶。」《大正藏》冊 50，頁 604。 

關於這項命令的具體執行情況，可參考李猛的〈原則與例外：武德中後期「偽亂地」廢省寺僧之實

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90 本，第三分、2019 年，頁 399—447 
30 王溥等編《唐會要》卷 48，頁 854﹕「諸道節度刺史州，除元置寺外，更添置寺一所，其所置僧

寺，合度三十人。諸道管內州，未置寺處，宜置僧尼寺各一所，每寺度三十人。」 
31 贊寧《宋高僧傳》卷 16、〈唐會稽開元寺允文傳〉﹕「大中伊始，復振空門，重整法儀，乃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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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情況，但可以確認一段時間內，官寺的所規定人數為三十僧侶。 

三、寄住僧 

根據唐代的法律，無論是僧人或是信眾，離開戶籍地，居住異地，都需要向當

地官廳提出申請，《唐大詔令集》卷 99，其中記載：「或先緣饑歲，流宕亡歸，或

父兄去官，因循寄住，為籍貫屬，恐陷刑名，荏苒多時，未經首出。衛士雜色人等，

並限百日內，首盡任於神都及畿內懷、鄭、汴、許、汝等州附貫，給複一年，複滿

便依本番。」32有些人因為某些原因不得已長期寄住外地，沒有主動向官府報告。

在限期一百日內，必須向神都（洛陽）以及畿內的懷州、鄭州、汴州、許州、汝州

等地報到，辦理申請登記。唐代因嚴禁私度僧，所以對於僧侶的管理非常嚴格，僧

人的遊行需要持有「公驗」，才能順利通行。如《通鑑》載：「嚴禁私度僧、尼；……

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33所謂「公驗」，胡三省注云：「公驗者，自本

州給公文，所至以為照驗。」34由政府發給、有官吏簽署和官府印鑑的公文書。以

下針對入唐僧侶及外來僧侶在寄住寺院時的申請書類。 

（一）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記》35 

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記》不僅詳細描述了他寄住的過程，還對申請書類的

內容進行了記錄。根據圓仁描述，由於唐時「有所由制不許外國人濫入寺家」，36

圓仁在抵達時須要先向地方官府報牒，獲准後才能到寺院居住。由於圓仁的身分是

外國僧人，他在抵達長安的第二天，就向主管全國僧尼道士事務的左右街功德使37

趙煉（生卒年不詳），通狀請求居留，並遞交「公驗」。《入唐記》說：「（開成

五年八月）廿三日，齋後，到左街功德巡院，見知巡押衙、監察侍御史，姓趙名鍊，

通狀，請寄住城中諸，尋師。」並錄其狀文如下： 38 

(人員)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並連青州公驗白 

 
開元寺三十人數。」《大正藏》冊 50，頁 808。 
32 宋‧宋敏求等編的《唐大詔令集》卷 99，頁 499。 
33 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巻 249，頁 8052。 
34 宋‧司馬光編集、宋‧胡三省輯注《資治通鑑·繁體豎排版（胡三省注）》浙江出版社，2019 年。 
35 黃清連，〈圓仁與唐代巡檢〉，頁 899-942。 
36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 1 《大正藏補編》冊 18，頁 10。 
37 《舊唐書》，卷十四，〈憲宗紀（上）〉，頁 420，「元和二年二月辛酉」條：「詔僧尼道士全隸左右

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 
38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 3 《大正藏補編》冊 18，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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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歷) 右圓仁等，去開成三年，隨朝貢使來，尋訪佛教。今年三月，請青州公

驗，入五臺山，禮謁聖跡，遂到此間，擬學聖法。 

(目的) 伏請寄住城中寺舍，尋師聽學。 

(末尾) 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帖件狀如前。謹牒。 

              開成五年八月廿三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牒 

圓仁等人隨即由知巡侍御差一名巡官，安置於資聖寺。並於次日(二十四日)，

再由一名巡官帶領去參見當時的左街功德使仇士良。圓仁等「到使衙案頭，通狀請

處分，細問來由，更作一狀」。在闡述了入唐的目的後，在功德史的指導下重新準

備文件並提交。《入唐記》也記錄該狀內容，大意是敘述圓仁在唐的經歷，其狀文

如下：39 

(人員) 日本國僧圓仁。、弟子僧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 

(行歷) 右圓仁等，去開成三年四月，隨本國朝貢使，上船過海到。七月二日，

到揚州海陵縣白湖鎮。八月內到揚州，寄住開元寺過一冬。開成四年二

月，離揚州到楚州，寄在開元寺。至七月，到登州文登縣赤山院，住過

一冬。至今年二月離登州，三月到青州，權住龍興寺。十日已來，遂於

節度使壽尚書邊，請得公驗。五月一日，到五臺山，巡禮聖跡。七月一

日，從五臺來，今三月廿(三)日到城。 

(目的) 今請，權寄住城中寺舍，尋師聽學，却歸本國。 

(末尾) 謹具如前。伏請處分。 

      牒件狀如前。謹帖。 

                    開成五年八月廿四日    日本國求法僧圓仁帖 

針對這兩份狀文，提供了三點信息﹕一、該格式的內容包括在記載寄住僧侶的

身份和人數後，詳細描述其活動內容，說明寄住的目的及未來的動向，最後填寫申

請日期和申請人。二、關於「歷行」，兩份狀文不同之處在於，圓仁第一次狀文只

是簡略記錄的行程。然而，在功德史的要求下，增加了詳細的行程。三、關於「目

的」，增加「却歸本國」，除了說明未來的動向，也是說明寄宿寺院到回國的那一天。 

（二）敦煌寺院的寄住僧 

 
39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 3《大正藏補編》冊 18，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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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所保存申請書類的文獻紀錄之外，在敦煌文獻中

也有紀錄僧侶出行與寄宿的申請書類。如《沙州住蓮台寺律僧應寶狀》載﹕ 

右應保伏睹當州藏內部帙中遺失經本，實無得處。沙州住蓮台寺律僧應保，

遂發微願，意欲上都求於信之壇那，添三乘之欠教。倘或成就，傳授後來。

且有利於凡夫，亦不無於因果。慮恐之關津口舖，不勒之行化，鄉人所到，

不揀(練)於行由。請詳憑印而放過。伏聽處分。40 

從書寫形態看，應該是應寶決定前往上都「乞經補藏」所寫的牒狀，請求歸義

軍政權發給敦煌僧侶出行的「過所憑印」。而據陳大為研究指出，一般情況下如果

是隸屬某寺的僧人，文書就用某寺某僧的表達方式，而不會寫住某寺某僧，故應保

應是寄住在敦煌蓮台寺的寄住僧或客僧。41另外，來自敦煌當地僧團中的客僧是可

以向地方執政者和僧團申請寺院中僧房居住的。如《尼僧菩提心菩提嚴請亡僧捨地

狀稿》載： 

尼僧菩提心、菩提嚴 狀 

右菩提心等在先來鄰寺為客，並無居住處。今聖光寺內有亡僧口舍地兩

口，元（無）人居住，雖（？）似空閒。今擬修治居住，恐僧人□□□□□。

伏特請大夫即行筆命□□。牒，件狀如前，謹牒。42 

此件是菩提心、菩提嚴向歸義軍執政者申請修治居住亡僧口舍的狀稿。從內容

可知，兩人先前是鄰寺的寄住僧，由於沒有居住的地方，向歸義軍執政者申請修治

並居住聖光尼寺中亡僧的房舍。如果申請通過，她們又會成為聖光寺的寄住僧。同

時也可以看出，絕戶僧人死亡後，不動產由官府支配，沒有房舍的僧尼可申請居住。

43另外，也有尼僧作為客尼在僧寺居住的情況。如《吐蕃時期沙州尼海覺牒》載： 

牒：海覺不幸薄福，二親俱亡，孤介累年，兢兢刻剔。特沐 教授和尚重德，

餘光照臨。姊妹相依，炊□不別，登修房際，花嚴射地，施功明空。文帖見

存，先約未朽。從妹尼無邊花，比日來伴，多在俗家，居經月旬，實未久處。

 
40《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簡稱《俄藏敦煌文獻》：第 8 卷，頁 124。

引用陳大為，《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客僧》，41~49。 
41 陳大為，《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客僧》，頁 41~49。 
42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頁 119。 
43 陳大為，《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客僧》，頁 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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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緣姊師遷化，燋爨皆約。妹尼海覺，僧寺潛居。只房未有廚舍，恃此先功，

是以不取進止，輒住妹尼，積過尤深，甘心伏罪，伏望仁意哀矜，庶得存濟。 

         請處分，謹牒。 

                                 □年□月日僧海覺牒。44 

牒文中的海覺與從妹尼無邊花住在寺內，由於「姐師遷化」而失去生活來源，

只得「潛居僧寺」，成為客尼。但因寺內「只房未有廚舍」，不能單獨開夥做飯，

所以才請求僧團接濟。此牒是給教授和尚的，可見女尼潛居僧寺是敦煌僧團許可的。 

敦煌寺院對於外來客僧住宿的安排，採取較為彈性的措施。禪院、佛殿等皆可

安置客僧居住。如《為於闐雲遊僧法因求住三界寺禪院狀》記載於闐僧人法因在敦

煌遊歷而藉宿三界寺的禪院。 

輒有小事，具狀諮，聞將露軽言而懷進退。 毎見於闐僧法因，投於雲遊國

土， 只似浮萍。(後値初冬、而冷氣淩身，向寺室而全無住處)，大師特開悲

湣，廣濟黎民，憫悝千里之僧流，行住以同於ー舘，伏賭三界寺內禪院極寛。

今若安置客人，後乃必有重答。請準。45 

此件描述于闐國僧侶法因（生卒年不詳）的情況後，表明希望將其安置於三界

寺的願望。申請的對象可能是官廳或寺院。可以，因為法因被視為客人，因此這份

申請書推測很可能不是法因自己撰寫的，而是由他人代為編寫的。雖然從以上這些

案例無法全面了解唐代地方申請書類的整體情況，但可以明確的是，當時遊僧寄住

於寺院時，申請書類是必要的。 

四、寄宿寺院的信眾 

在唐代，對於信眾寄宿寺院並不罕見。從朝廷的命令和當時的實例中，略可窺

見當時的情況。貞元五年（789 年），唐朝的德宗（779－805）下達了詔令：「今

後寺觀不得容外客居住。」46另外，唐宣宗大中二年(848)，裴休（794 年—864 年）

轉任宣州刺史時，見「天下寺觀多為官僚寄客蹂躪」，就立刻上奏朝廷「今後不得

 
44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7 卷，頁 316。引用陳大為，《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客僧》，頁

41~49。 
45《英藏敦煌文獻》卷 6，頁 24。 
46 《佛祖統紀》卷 41：「五年，勅曰﹕『釋道二教福利群生，館宇經行必資嚴潔。今後寺觀不得容

外客居住，破壞之處隨宜修葺。』」《大正藏》冊 49，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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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寺居止，違者重罰。」47唐朝佛教政策的出發點除了因為寺院內寄宿的信眾人士

過多，朝廷為了保護寺院，下令禁止信眾人士寄住於寺院，其實還有防止藉由佛教

寺院僧侶產生動亂，不希望商旅、官員、軍人客寄宿寺院，48因此皇帝屢次下令禁

止俗人借住寺觀，如代宗曾下詔禁斷此事：「如聞州縣公私，多借寺觀居止，因茲

褻籟，切宜禁斷，務令清肅。」49然而，基於實際上的需求，官商行旅寄住都市以

外寺觀的情事是無法完全禁斷。及至宋朝，寺院仍然提供此項服務。50 

在唐代，寺院既是士子習業的處所，也是官員、商旅行人重要寄宿場所。51有

時也兼供應官客餐食、馬廢、秣飼等。52在交通要道的寺院供食俗人的數目甚至相

當大，如江西開先禪院供食遊客「嘗居飯僧之半」。53除了商客行旅投宿寺院之外，

據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一文指出，54士人們早在齊梁亂世，即有投

身山林、寺院以求安心習業的風氣。此風至唐代依舊延續，甚至即使非佛教徒亦能

前往寓居。士人入寄住居寺院的原因計有55(一)取其清靜安寧，可專心讀書以應科

舉56，故願付膳宿費57﹔或替寺院作文書工作以償58。(二)清貧士子可獲寺院同情而

給予免費膳宿的優待59。(三)寺院藏經閣中除了庋藏佛經之外，更有儒家經史，可

供士人借閱60。 

唐詩裏寫寄宿於寺院的甚多，這可以在當時文壇大量的「宿寺詩」一窺端倪。

據王雪婷〈文學空間視角下的盛中唐寺院詩歌創作〉文中統計，《全唐詩》留下了

三千多首寺院題材詩歌，涉及作者近四百人。以盛中唐時期存詩來看，至少有一百

 
47 《佛祖統紀》卷 42：「宣州刺史裴休言。天下寺觀多為官僚寄客蹂踐。今後不得在寺居止。違者

重罰。制可○」《大正藏》冊 49，頁 387。 
48
 《全唐文》卷 410，常衮〈禁天下寺觀停客制〉，頁 4204下：「如聞天下寺觀，多被軍士及官吏

諸客居止，狎而讀之，曾不畏忌。緇黃屏竄，堂居毀撤，寢處於眾設之門，庖廚於廊廡之下。緬然

遐想，慨歎良深。自今已後，切宜禁斷。」 
49
《唐大詔令集》卷 113，〈條貫僧尼敕〉，頁 590。 

50 劉淑芬，〈功德寺的政治與社會意涵〉，頁 296。 
51
 道端良秀，〈宿房としての唐代寺院〉，頁 41 - 62。 

52
 《金石萃編〉卷一三七，〈京兆府口口善感禪院新井記〉：「……有香城院，直府庭之東南隅千

步，而近院處諸梵宇之甲者，僧徒、童行、官客、僕從日不減其數百人，舊井—十一，空水之所供，

浴室、廚爨、湃濯、馬廢、秣飼之事，崇朝及暮，用汲益窮，厥味甚不甜美，久厭其食，……」引

用劉淑芬，〈功德寺的政治與社會意涵〉，頁 309-310。 
53
 劉淑芬，〈功德寺的政治與社會意涵〉，頁 309-310。 

54 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頁 367-424。 
55 曹仕邦，〈中國古代佛教寺院的順俗政策〉，頁 153-180。 
56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頁 379、418。 
57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頁 379、396。 
58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頁 401。 
59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頁 371、372、379、402。 
60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頁 402、40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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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餘位詩人曾遊寺訪僧，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相關題材詩歌。所歷寺院額名可考

者近三百處，另有蘭若、招提等不可確定者多處，相當於當時僧寺數量的十分之一。

唐代詩人如此密集地到訪寺院、交遊寺僧，在問佛學道的過程中受到感染，有所感

悟，產生了吟詠或贈答之作，而使寺院具有了文學空間的功能；同時，寺院和僧人

呂滲入到詩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進而對他們的詩歌創作產生作用。61 

唐代有寒門學士寄宿於寺院的習俗，典型的如王播寄宿於揚州木蘭寺，《唐摭

言》載：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飡。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

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

絕句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

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

得碧紗籠。」62 

當時王播不幸受到某些和尚的欺侮，而等到多年以後他當了大官重到該寺時，

發現自己早年在此的題字已經用碧紗籠起，作為文物加以保護了，不禁感慨萬分，

興起重題。而除了收容貧苦士子之外，寺院偶而也收容無依的其他俗人，仍有貧困

之民可能連自己的居宅都沒有，只能棲身於佛寺道觀，過著寄人籬下的日子，如張

讀《宣室志‧劉溉》即描寫出當時貧民就食佛寺的情況： 

彭城劉溉者，貞元中為韓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63 

裴鉶《傳奇‧崔煒》：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

居南 海，意豁然也。不是家產，多尚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 

由以上二則引文皆可見，唐代佛寺作為唐人社會生活之補給站，皆顯示出貧困

之民棲止於佛寺的情形。64 

 
61 王雪婷，〈文學空間視角下的盛中唐寺院詩歌創作〉，頁 317–340。 
62 《唐摭言》卷七，頁 73。 
63 張讀《宣室志》卷七，《唐五代筆記小説大觀》，頁 1043。  
64 謝明君，《唐人小說中的市民生活研究》，頁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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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文從唐代佛教制度史的視角下，考察「勅住」、「配住」、「寄住」的用語，並

闡明唐代僧侶及信眾居住在寺院的模式。首先，唐代為了管理控制寺、僧數目，嚴

禁私度，實施了嚴格的僧籍制度，其中的經官府許可而得度的僧侶被稱為「官度

僧」，以及被官方認可的合法寺院稱為「有額寺」或「官寺」。而官寺內的官度僧數

量有限，當人數不足時，通過「試經度僧」來填補僧侶人數的空缺。因此，將僧侶

配置到寺院中大致有兩種方式，一依皇帝命令住在寺廟的「勅住」。另一種是透過

考試從信眾中選拔僧侶居住於寺院內被稱為「配住」。對於配住於寺院僧侶的人數，

因寺院等級的不同，居住人數而有所不同。又根據文獻紀載寺院統計與僧尼人數總

數，推測唐代一段時期，官寺規定人數為三十僧侶。 

其次，外來僧侶住在本寺時稱為「寄住」，在申請寄住時需要提供牒文。除此

之外，僧人的遊行必須持有「公驗」，才能順利通行。根據圓仁外來僧侶的記述，

寄住寺院的手續包括提交有關身分、人數、歷行、目的等內容的申請文書，然後被

配置到寺院中。在敦煌文獻中也有紀錄僧侶出行的「過所憑印」，以及有關寄宿寺

院的申請書類。 

關於信眾住寺方面，從朝廷的命令和當時的實例中，信眾寄宿寺院已經成為當

時社會的一般現象。根據有限的文獻顯示，寄宿於寺院的有官員、商旅行人之外，

從「宿寺詩」中，了解文人也經常寄住在寺院中，主要因為寺院的環境、僧人、藏

書等，使得唐代詩文人如此密集地寄住寺院。由於寺院提供免費膳宿，形成寒門學

士寄宿於寺院的習俗，以及貧困之民棲止於佛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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